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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帅 1，金晓斌 1,2,3，杨绪红 1,2,3，孙 瑞 1，刘 晶 1，
韩 博 1，徐伟义 1，周寅康 1,2,3

（1.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2. 国土资源部海岸带开发与保护重点实验室，

南京 210023；3. 江苏省土地开发整理技术工程中心，南京 210023）

摘要：在自然资源整合不断加强，土地利用结构日趋复杂的形势下，采用单一土地利用结构优

化方式难以有效满足区域土地利用合理规划的需求。综合考虑生态文明、乡村振兴、城乡融合

等土地可持续利用目标，构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与布局优化的集成体系，对提升规划适用性具

有积极作用。选取常州市金坛区为研究区，以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为优化目标，设置自然演

变、经济优先和生态优先三种发展情景，在通过MOP（多目标规划）模型进行土地利用结构优化

的基础上，利用GeoSOS-FLUS模型实现土地利用布局优化。结果表明：通过集成MOP和Geo-

SOS-FLUS模型，采用”结构+约束+布局+准则“研究模式探索县域单元下的土地利用结构布局

优化，对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土地利用空间布局有一定帮助。从案例分析结果看，城镇工

矿用地数量在自然演变和经济效益优先情景下分别增加了 39%和 95%；林地在生态效益优先

情景下增加了40%；农村居民点在三种情景下分别减少33%、66%和66%。在三种发展情景下，

空间格局都将面临城镇空间与生态空间两级分化的现象，后期区域发展中应加强城乡土地利

用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促进空间布局均衡化。

关键词：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布局；MOP模型；GeoSOS-FLUS模型；优化；金坛

如何基于有限的土地资源，通过结构优化与布局调控，利用多目标决策，促进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等多重目标发展，实现区域综合效益最大化，是土地利用规

划的重要任务[1]。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与布局优化是土地利用规划的核心内容，其中按照不

同目标对区域的土地资源进行数量配置是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侧重点，而土地利用布局

优化则强调在土地资源数量目标的基础上，按照适宜性或发展性潜力进行空间配置。县

级规划作为中国五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体系的核心，既是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划的

指导内容，又是省、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基础内容，同时也是未来落实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的关键。当前土地利用规划编制面临资源重组、部门整合的新形势，复杂的土地利

用方式要求规划约束更系统、管控法则更全面、编制方法更科学，县级土地利用规划编

制面临更大的挑战。

通过多目标综合决策实现土地利用效益最大化是土地利用规划领域的研究热点[2]。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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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者围绕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优化从方法创新[3-4]、约束控制[5-6]、尺度调整[7-8]、目标耦

合[9-10]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在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法探索阶段，张明等[11]利用典型相

关分析，判别土地利用类型分布与其影响因子的相关关系；张旸等[12]考虑到土地利用数

据间的多重相关性，将偏最小二乘法引入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在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模型

构造阶段，Stoorvogel[13-14]通过构造包含地理信息系统、土地生产力分析、专家评价与线

性规划的综合模型对土地利用结构展开优化。在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理念调整阶段，Zhou[15]

将未来土地利用参数作为模糊变量，对多目标条件下的县域土地利用结构进行了优化；

Lu等[16]采用随机变量约束模型分析了不同约束条件下对优化结果的影响，确定了土地利

用的最优结构。随着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更为复杂的智能模型及算法被引入

土地利用布局优化和空间配置研究。郑荣宝等[17]利用元胞自动机与神经网络耦合模型，

在逐步宽容约束的基础上，实现了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与模拟；李鑫等[18]以Logistic回归

方式提取不同用地类型的优化分布规则，利用CLUE-S模型模拟了区域土地利用布局动

态演变；陈影等[19]以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和经济功能提升为目标，对比分析了CLUE-S模型

和综合MOP与CLUE-S模型在土地利用布局优化的效果；Stewart等[20]利用理想点法处理

多目标决策问题，使用遗传算法对土地资源进行了空间优化配置；郭小燕等[21]基于混合

蛙跳算法，利用青蛙群体空间分布模拟了区域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在多目标控制下搜索

最优解，验证了算法的全局优化能力和有效性。综上所述，当前研究侧重于对技术方法

和优化目标的思考，所构建的约束条件和优化准则多集中于土地利用规划数值的宏观约

束，而面对新时期生态文明、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发展导向与政策要求，相关约束条

件、优化目标与土地利用规划的内在联系仍有待深入。尤其随着土地资源愈发稀缺，城

乡土地利用愈加复杂，导致一定的经济社会结构失衡，亟待构建新型的土地利用规划编

制范式。

本文在自然资源统筹管理的背景下，以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为目标，结合区域

发展目标与实现路径，设定了自然演变、经济优先和生态优先三种发展情景。在利用

MOP 模型 （多目标规划模型） 分析区域最优土地利用结构的基础上，基于 GeoSOS-

FLUS模型，引入自然条件、交通区位、社会经济、耕地质量等驱动力因子，叠加地类转

换限制性图层，对金坛区2030年土地利用进行布局优化，以期对促进区域土地资源的优

化配置提供参考和借鉴。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金坛区地处江苏省南部，为宁沪杭三角地带之中枢。位于 119°17'45''~119°44'59''E、

31°33'42''~31°53'22''N之间，南濒洮湖，与溧阳、宜兴依水相望，北与丹阳毗邻，东与武进

相连，西以茅山为界，与句容接壤。全区现辖3个街道、6个镇，土地总面积为975.46 km2。

“十一五”以来金坛区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由此带来土地利用巨大变化[22] （表 1）。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人口迁居，建设用地急剧扩张，但金坛

水域面积较大，后备耕地资源开发殆尽，土地利用效率提升停滞不前，经济效益增长与

耕地保护的矛盾逐渐显著。同时，金坛区在发展过程中以“建设长三角山水生态城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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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示范区”为目标，并成为全国生态示范区的建设试点区（图1），但建设用地扩

张正逐步压缩生态用地空间，影响整体生态环境，降低区内生态效益。面对保持发展经

济、保障社会进步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多重矛盾，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协调土地利

用经济及生态目标、统筹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至关重要。

1.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分为统计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基础地理数据及其他数据四部分，相关数

据说明见表 2。为了使数据可计算，首先统一数据的范围与格式为 100 m×100 m栅格，

然后将矢量数据基于土地利用现状图进行配准并转换为栅格，最后通过投影变换、重采

样等方法对DEM数据进行处理；利用欧式距离计算不同地类到城镇中心、高速公路、主

干道以及铁路的距离；采用空间配准、矢量化的操作对城市规划与生态保护区要素进行

提取。

1.3 研究思路

本研究总体思路可以分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土地利用布局优化与案例分析三部

表1 2006年与2017年经济社会与土地利用变化情况

Table 1 Economic, social and land use changes in 2006 and 2017

年份

2006

2017

经济社会

城市化率

/%

32.72

62.06

GDP

/亿元

182.01

708.34

人均GDP

/(万元/人)

3.34

12.65

土地利用/km2

建设用地

城镇工矿用地

62.60

70.64

农村居民点

67.00

68.54

耕地

390.94

337.46

林地

39.63

39.12

水域

131.38

130.62

图1 研究区区位示意与土地利用现状

Fig. 1 The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nd its land use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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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1）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首先，根据城市发展方式的不同侧重，设置三种发展情

景，分别代表自然演变、经济效益优先和生态效益优先，以此作为多目标规划模型的目

标函数；其次，通过灰色预测模型分别预测目标年的经济效益系数和生态效益系数，基

于宏观规划控制、土地可持续利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等约束条件，求取三种发展情

景下经优化的土地利用结构。（2）土地利用布局优化。首先，以自然地形、交通区位、

社会经济、耕地质量作为土地利用转换的驱动力因子；其次，在协同发展、城乡融合、

可持续发展的管控法则背景下，基于神经网络模型获取各地类间转换的适宜性概率；最

后，采用元胞自动机模型，以适宜性概率作为规则输入端、优化后的土地利用结构作为变

化数量目标输入端，根据限制转化约束控制，通过空间优化配置模拟，得到三种发展情景

下的土地利用优化布局。（3）案例分析。以金坛区为案例，通过耦合MOP与GeoSOS-

FLUS模型求取县域单元尺度的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优化结果，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

1.4 研究方法

1.4.1 MOP模型

MOP即多目标规划模型，是土地利用优化研究的重要模型，基于约束数据与客观规

律进行预测较为科学，是研究地理学、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数学模型[23]。多目标规划模

型包含决策变量、目标函数、约束条件三部分，聚焦于在主观或客观条件下，使得某个

或多个目标达到最值的决策。

F1( )x = max∑
j = 1

n

cj xj （1）

F2( )x = max∑
j = 1

n

dj xj （2）

s.t. =
ì

í

î

ïï
ïï

∑
j = 1

n

aij xj = ( )≥, ≤ bj, ( )i = 1, 2, ⋯, m

xj ≥0, ( )j = 1, 2, ⋯, n
（3）

表2 数据说明

Table 2 Data description

数据类型

土地利用数据

统计数据

农用地分等数据

规划数据

DEM

夜间灯光数据

常州市交通图

月均降水量/mm

数据来源

2015金坛区土地变更调查成果数据库

《金坛年鉴》

《常州统计年鉴》

2015年金坛区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更新数据库

《金坛城市总体规划2013-2030》

《金坛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

ASTER GDEM V2版

Version 4 DMSP-OLS Nighttime Lights Time Se-

ries, http://www.noaa.gov/

百度地图，http://map.baidu.com/

国家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数据说明

比例尺1∶1万

2007-2017年

2007-2017年

比例尺1∶1万

文本及图件

文本及图件

文本及图件

100 m × 100 m

1 km × 1 km

比例尺1∶1万

4 km × 4 km

数据用途

模型基础输入数据

相关统计数据获取

相关统计数据获取

耕地质量驱动力因子

约束条件确定

约束条件确定

限制转化区域确定

自然地形驱动力因子

景观阻力面修正社会经

济驱动力因子

交通区位驱动力因子

自然地形驱动力因子

1174



6期 曹 帅 等：耦合MOP与GeoSOS-FLUS模型的县级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复合优化

式中： F1( )x 、 F2( )x 分别表示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xj 为第 j类决策变量（j=1, 2, …, 11）；

cj 和 dj 分别为单位面积下不同用地的经济、生态效益系数；约束条件 s.t. 中， aij 为第 i个

约束条件中第 j个变量对应的系数； bj 为约束值。

结合研究区土地利用特点，为与《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 1024-

2010）相衔接，以规划地类为基础，将土地利用类型（共 11类）作为决策变量，分别

为： x1 耕地、 x2 园地、 x3 林地、 x4 其他农用地、 x5 城镇工矿用地、 x6 农村居民点、 x7

其他建设用地（包括风景名胜设施用地、特殊用地和盐田）、 x8 交通水利建设用地、 x9

水域、 x10 滩涂沼泽、 x11 自然保留地 （包括盐碱地、沙地、裸地、荒草地以及未利

用地）。

1.4.2 GeoSOS-FLUS模型

GeoSoS-FLUS模型是由黎夏团队[24]开发，适用于未来土地利用变化情景模拟研究，

是进行地理空间模拟、空间优化、辅助决策制定的有效模型。该模型首先利用神经网络

算法（ANN）获取各类用地的适宜性概率，然后通过耦合系统动力学模型（SD）和元胞

自动机（CA）模型以提高模型的适用性，其中在CA模型中，引入一种自适应惯性竞争

机制，以处理多种土地利用类型在自然与人类活动共同影响下发生相互转化时的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主要计算模块如下：

（1）基于神经网络的适宜性概率计算

神经网络算法（ANN）包括预测与训练阶段，由输入层、隐含层、输出层组成，计

算公式为：

sp( )p, k, t =∑
j

ω j, k × sigmoid ( )netj( )p, t

=∑
j

ωj,k × 1
1 + e-netj( )p, t

（4）

式中： sp( )p, k, t 为 k类型用地在时间 t、栅格 p下的适宜性概率； ω j, k 是输出层与隐藏

层之间的权重； sigmoid( ) 是隐藏层到输出层的激励函数； netj( )p, t 表示第 j个隐藏层

栅格 p在时间 t上所接到的信号。神经网络算法输出的各个用地类型适宜性概率总和一

直为1即：

∑
k

sq( )p, k, t = 1 （5）

（2）自适应惯性竞争机制

土地利用转化概率不仅取决于神经网络输出的分布概率，还受到邻域密度、惯性系

数、转换成本及地类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土地数量与土地需求的差距会在迭代过程

中自适应调整，决定了不同类型用地的惯性系数。第 k种地类在 t时刻的自适应惯性系数

Intertiat
k 为：

Intertiat
k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ï

Intertiat - 1
k ||Dt - 2

k ≤ ||Dt - 1
k

Intertiat - 1
k ×

Dt - 2
k

Dt - 1
k

0 > Dt - 2
k > Dt - 1

k

Intertiat - 1
k ×

Dt - 1
k

Dt - 2
k

Dt - 1
k > Dt - 2

k >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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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t - 1
k 、 Dt - 2

k 分别为 t-1、t-2时刻需求数量与栅格数量在第k种类型用地的差值。

在计算出不同栅格的概率后，采用CA模型迭代的方式，确定各用地类型。在 t时

刻，栅格p转化为k用地类型的概率 TProbt
p,k 可表示为：

TProbt
p, k = sp( )p, k, t ×Ωt

p, t × Intertiat
k × ( )1 - scc→ k （7）

式中： scc→ k 为 c用地类型改变为 k用地类型的成本； 1 - scc→ k 为转换发生的困难程度；

Ωt
p, t 为邻域作用，其公式为：

Ωt
p, t =

∑N × N
con( )ct - 1

p = k

N × N - 1
×ωk （8）

式中：∑N × N
con( )ct - 1

p = k 表示在 N × N 的Moore邻域窗口，上一次迭代结束后第k种地类

的栅格总数，本文N=3； ωk 为各类用地的邻域作用权重。

模型的精度验证主要观察OA、ROC及Kappa三个参数，值越接近1，精度越高。有

研究表明，GeoSOS-FLUS模型的模拟精度高于CLUE-S、ANN-CA等常用模型[28]。

当前GeoSOS-FLUS模型多用于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本文通过综合MOP模型对其进

行优化，使其具有在一定约束和目标的条件下，耦合相关驱动力因子与限制性因素，在

土地利用布局优化研究中使用。

2 结果分析

2.1 发展情景设定

考虑到研究区土地利用结构及其空间配置受政策影响较大，根据经济效益与生态效

益相统一、因地制宜、分级指导和宏观控制相结合、保护和利用并重、开发与整治并

举、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和积极保护等原则，以2030年为目标年，设定三种发展情景：

发展情景1（自然演变情景）：在《金坛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变化趋

势下，根据宏观政策调控要求，在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和

生态保护，遵循土地利用结构自然演变规律，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协同发展；

发展情景2（经济优先情景）：在城镇快速发展背景下，充分发挥经济产出潜力较高

的土地利用效益，以经济效益优先作为优化目标，加速城乡融合，促进城镇化率稳步提

升，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交通水利建设用地面积；

发展情景3（生态优先情景）：加强自然资源综合整治力度，保障生态功能，保护环

境质量安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以生态效益优先作为优化目标，强化生态用地保护，

适量减少农村居民点用地，促进村容村貌与乡村环境改善。

2.1.1 经济效益目标

根据2006-2016年的单位面积产出，基于时间序列与灰色预测模型，计算出目标年份

的经济效益系数。其中采用种植业与桑茶果产值之差表征耕地；园地以桑茶果产值表

示；林地以林业产值表示；其他农用地参考冯长春等[23]的研究；第二、三产业产值表征

城镇工矿及交通水利建设用地；渔业产值表征水域；旅游业收入表征其他建设用地；农

林牧渔服务产值表征农村居民点；不考虑滩涂沼泽及自然保留地。以上不同用地类型的

经济效益均为增加值（已减去中间过程的消耗），以单位面积增加值表示。考虑到三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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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情景下的目标各有侧重，故采用德尔菲法确定权重，在咨询城市规划、土地规划、生

态学领域专家的基础上，结合专家意见，确定三种发展情景下的相应权重分别为 0.5、

0.8和0.2，具体计算公式为：

Z1 = max∑
i = 1

n

Ki xi （9）

式中： Z1 为区域土地利用经济总效益； xi 为第 i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 Ki 为第 i类土

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经济产出系数。

2.1.2 生态效益目标

根据燕守广等[25]计算出的江苏省陆地生态服务价值结果，采用生物量参数修正法修

正，以减少区域生态服务价值的差异，计算得到金坛区各类用地单位面积的生态服务价

值。耕地的生态效益采用农田生态服务价值表示；采用森林与农田的平均生态效益表征

园地的生态效益；林地以森林生态服务价值表示；其他农用地以耕地、园地、林地、牧

草地的平均生态效益表示；水域、滩涂沼泽以中国陆地生态系统中水体和湿地的生态服

务价值表示；城镇工矿用地、农村居民点、交通水利建设用地因受城镇污染排放、农村

面源污染、大气水面污染等影响，生态服务价值均为负，相应的生态效益也为负；其他

建设用地以间接功能价值表示其生态效益；自然保留地以中国陆地生态系统中荒漠的生

态服务价值表示[26]。采用德尔斐法并综合专家意见，不同发展情景下的相应权重分别设

为0.5、0.2和0.8，具体公式为：

Z2 = max∑
i = 1

n

pi xi （10）

式中： Z2 为区域土地利用生态总效益； xi 为第 i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 pi 为第 i类土

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通过计算，2030年金坛区各类用地单位面积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系数见表3。

2.2 约束条件

2.2.1 宏观控制约束

基于《金坛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和《金坛城市总体规划 （2013-

2030）》，参考相关国家标准，对目标年研究区各地类数量进行限定。其中，其他建设用

地（包含风景名胜设施用地）和滩涂沼泽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或生态效益，但难以通过其

他地类转化得到，故其数量设为常数，取2020年金坛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目标值。

2.2.2 土地可持续利用约束

参考谢花林等[27]的研究，从自然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角度，利用“压力—

状态—响应”框架构建土地可持续利用综合指数（S），以此反映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

表3 金坛区各类用地单位面积经济、生态效益系数

Table 3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coefficient per unit area in Jintan district (万元/hm2·年)

效益系数

经济系数

生态系数

耕地

6.3

0.61

园地

30.5

1.27

林地

1.7

1.93

其他农用地

10.4

1.1

城镇工

矿用地

2738.3

-2.11

农村

居民点

18.9

-2.11

其他建设

用地

4125.6

1.2

交通水利

建设用地

2738.3

-2.51

水域

25.34

4.07

滩涂

沼泽

0

5.55

自然

保留地

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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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含的评价指标包括：人均建设用地、耕地压力指数、城市化水平、单位耕地化肥负

荷、单位土地面积GDP、生态用地占比、生物多样性指数、土地结构多样性指数、水土

协调度、土地保护政策、基本农田面积控制指标、土地污染处理率、环境污染治理本年

投资占GDP的比例和农田有效灌溉率。通过层次分析法与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

算土地可持续利用综合指数，设定阈值0.6~0.7为基本可持续利用，0.7~0.8为较好可持续

利用，0.8~1.0为最优可持续利用。

2.2.3 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约束

乡村振兴是推进城乡融合的重大战略，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城乡融

合应以明确村镇地位、调整空间结构、强化中心功能为基础，实现城镇与村庄空间融

合、功能契合，达到城乡发展可持续[28]。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作为城乡发展的基础，需要

综合考虑城乡用地比例约束、配套协调约束、开发强度约束等内容。研究区土地利用结

构优化约束集见表4。

2.3 不同发展情景下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结果

在不同发展情景下，基于本研究设定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权重，分别得到3种发

展情景下的目标函数，通过Lingo 12软件，在宏观控制、土地可持续利用、乡村振兴与

产业融合三大类约束下，求取三种发展情景下的土地利用优化结构，见表5。

2.3.1 自然演变情景

自然演变情景下可产生经济效益3.71 × 107万元、生态效益7.82 × 104万元，与2020年

表4 金坛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约束条件

Table 4 The optimization conditions of land us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n Jintan district

约束名称

总量约束

规划目标约束

土地可持续利用约束

城乡用地比例约束[1]

配套协调约束[1]

开发强度约束[2]

约束因素

土地面积

耕地面积

园地面积

林地面积

其他农用地面积

城镇工矿用地面积

农村居民点面积

其他建设用地面积

交通水利建设用地面积

水域面积

滩涂沼泽

自然保留地

土地可持续利用综合指数

城乡用地比例

交通水利建设用地面积

土地开发强度

约束表达式

x1 + x2 +, ⋯, +x11 =总面积

x1 ≥耕地保有量

0.5 × 2020年规划值≤x2

x2 ≤1.5 × 2020年规划值

x3 ≥2020年规划值

x4 ≥2020年规划值

x5 > 2020年规划值

x6 > 2020年规划值

x7 = 2020年规划值

x8 > 2020年规划值

2020年规划值≤x9

x9 ≤1.2 × 2020年规划值

x10 = 2020年规划值

x11 > 2020年规划值

0.6≤S≤1

1.5≤R≤5

x8 = x5 × 0.79

( )x5 + x6 + x8 /土地总面积≤0.2

约束条件解释

土地总面积不变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恒定指标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恒定指标

约束性指标

弹性指标

弹性指标

发展规律数据

环境最宜居

注：1. 城乡用地比例约束范围和配套协调约束系数参考《江苏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中城乡用地面积

比例和交通水利建设用地占城镇工矿用地面积比例，根据历史变化趋势，结合城乡融合发展理念确定；2. 开发强度

约束系数参考国际宜居标准中的土地开发强度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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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值相比，经济效益提高了36%、生态效益降低了8%。就土地利用结构而言，城镇工

矿用地和交通水利建设用地均增加了39%，由于这两类用地的经济系数较高，故经济效

益提升较为显著；园地和林地均有所降低，导致生态效益降低；在建设用地规模总量控

制下，城镇工矿用地面积的增加导致农村居民点面积下降了2000 hm2。自然演变背景下

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体现了当前发展模式下的惯性趋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将带

来一定的生态环境损失，经济与生态总体处于折中发展状态。

2.3.2 经济优先情景

经济优先情景下，城乡融合现象明显，城镇工矿用地与交通水利用地面积显著增加，经

济效益提高至5.14 × 107万元，较2020年规划值增长88%，生态效益降低为6.47 × 104万元，

降低了24%。与情景一相比可以理解为，通过牺牲17%的生态效益换取了39%的经济效

益。此情景下，园地、林地、其他农用地、水域、滩涂沼泽的面积均小幅减小，而农村

居民点减小幅度较大。此时城市发展所需的用地空间主要通过城乡用地增减挂钩、拆村

并点、废弃工矿用地及低效闲置用地复垦等方式获取。

2.3.3 生态优先情景

在自然资源统筹发展与综合管制的背景下，生态效益成为区域发展的优先目标。该

情景下生态效益大幅提升，增加至10.07 × 104万元，分别较2020规划值、情景一和情景

二提高了 19%、29%和 56%。同时经济效益降低至 2.72 × 107万元，与上述不同情景相

比，分别降低0.4%、27%和47%。该情景下，园地、林地面积分别提高到5110.09 hm2和

12925.65 hm2，城镇工矿用地以及交通水利建设用地与2020规划值相差别不大，这也从

侧面反映出，在生态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城市规模扩张将受到遏制，基于当前城市规

划、土地规划乃至多规合一的技术环境，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实现共赢存在较大难度。

2.4 土地利用布局优化法则

选择高程、坡度、坡向、降水等自然因子，与城市距离、与镇中心距离、与水体距

表5 不同情景下金坛区土地利用优化结构及目标

Table 5 Land use optimization structure and target in Jintan district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变量符号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
i = 1

11

xi

F1( )x

变量名称

耕地/hm2

园地/hm2

林地/hm2

其他农用地/hm2

城镇工矿用地/hm2

农村居民点/hm2

其他建设用地/hm2

交通水利建设用地/hm2

水域/hm2

滩涂沼泽/hm2

自然保留地/hm2

土地总面积/hm2

经济效益/万元

2020规划值

42810.00

4676.41

9255.30

10989.02

5219.16

6110.08

163.72

4122.94

13680.27

225.35

340.01

97592.26

2.73 × 107

情景1(自然演变)

42810.00

3818.39

8604.51

10989.02

7235.64

4076.80

163.72

5716.15

13680.27

157.75

340.01

97592.26

3.71 × 107

情景2(经济优先)

42810.00

2110.08

8114.34

10409.02

10175.31

2073.46

163.72

8038.50

13200.07

157.75

340.01

97592.26

5.14 × 107

情景3(生态优先)

42810.00

5110.09

12925.65

10989.02

5219.16

2073.46

163.72

4123.14

13680.27

157.75

340.01

97592.26

2.72 ×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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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与等级道路距离、与乡村道路距离等交通区位因子，联合利用夜间灯光数据差值形

成的栅格化GDP[29]、人口密度[30]等社会经济因子，以及耕地质量因子作为驱动因子，在

GeoSOS-FLUS模型中进行神经网络计算，逐栅格分析各土地类型的出现概率。

在土地利用布局优化模拟时，需要保持现有生态廊道不受破坏，并考虑自然保护

区、宽阔水面等自然保留地对区域土地利用的控制作用。在生态廊道构建中，选取生物

多样性保护、水资源安全和土壤保持等三项指标进行生态重要性评价，将研究区生态用

地划分为非常重要、重要、较重要、一般和不重要等5级，提取非常重要级别的生态用

地作为生态源地；利用最小累积阻力面模型划定生态保护区，使用Linkage Mapper计算

最小累积耗费距离路径，进而确定潜在生态廊道[31]。各发展情景下对生态廊道的规避率

有所不同，自然演变情景、经济效益优先情景和生态效益优先情景下，生态廊道的规避

率分别为80%、60%和100%。

在GeoSOS-FLUS模型中叠加限制转换地类图层和生态廊道图层，根据土地利用历史

变化趋势，结合不同发展情景设定基础系数，确定地类转换矩阵，以作为地类扩张水平

确定的依据，对目标年土地利用进行二次优化。

2.5 土地利用布局优化结果

以2005年为基础，利用GeoSOS-FLUS模型，在自然演变情景下对研究区2015年的

土地利用布局进行模拟，经与实际情况对比，ROC 值为 0.9516、Kappa 指数为 0.7743，

模型精度满足要求。故以2015年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基础，在相应的数量控制和准则控制

下，对2030年研究区三种发展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布局进行优化，结果见图2。

2.5.1 自然演变情景

该情景下，面对兼顾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要求，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大幅减少，

其空间为城镇工矿用地、林地与园地所替换。同时，水域面积也减小了1%，均转换为耕

地。在该情景下，城市规模有所扩张，进而带来经济效益增加。采用Fragstats 4软件对

研究区土地利用空间格局进行景观指数计算，平均分维数为 1.13、景观分离度为 0.96、

香农多样性指数为1.35、聚合度指数为93.83。此时中心城镇布局较为规则，整体破碎化

程度适中，不同景观类型的空间聚合度适中。从空间布局角度，城镇空间在中心城镇区

略微扩张的同时生态空间有所增加，土地利用整体布局由集中化发展转向均衡化发展，

城镇空间与生态空间处于协同发展态势。

2.5.2 经济优先情景

该情景下，研究区内的园地和林地均有所减少，城镇用地扩张未出现向城镇中心集

聚的现象，呈现分散的“满天星”布局。由于城市建设需求，部分自然保留地被开发为

城镇工矿用地和交通水利用地。该情景景观类型下的景观指数计算结果是：平均分维数

为1.44、景观分离度为0.97、香农多样性指数为1.24、聚合度指数为92.13。此时中心城

镇布局较为分散，整体破碎化程度较高，不同景观类型在空间上的聚合程度较低。从空

间布局角度，城镇空间呈扩张态势，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扩张区域多集中在非城镇

中心区，生态空间功能发挥欠佳，绿色斑块面积减小，土地利用整体布局呈“城镇空间>

生态空间”态势，两极分化现象较为明显。

2.5.3 生态优先情景

生态优先发展情景下，研究区城镇工矿用地与交通水利建设用地增加有限，大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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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散的农村居民点经过“拆村并点”所替换；耕地空间布局未发生明显变化，部分其他

农用地和少量坑塘水面经整治成为优质耕地；区内林地、园地、滩涂沼泽和水域均有所

增加，生态效果改善明显，为提升研究区整体生态服务价值提供了支撑。该情景下研究

区景观指数计算结果是：平均分维数为 1.11、景观分离度为 0.94、香农多样性指数为

1.61、聚合度指数为95.46。此时中心城镇布局较为规则，整体破碎化程度较低，不同景

观类型的空间聚合度较高。从空间布局角度，城镇空间改善较弱但生态空间功能作用明

显，区域内绿色斑块显著增加，土地利用整体布局呈“生态空间>城镇空间”态势。

2.6 不同情景综合评判

经过优化后，金坛区土地利用的经济—生态整体效益都有所提高。通过对比三种情

景下的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优化结果发现：在经济优先情景下，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最

大而生态效益最小，城镇工矿用地和交通水利建设用地面积虽然显著增加，但中心城镇

布局较为分散、整体破碎化程度高；相反，在生态优先情景下，土地利用结构朝着生态

效益大的用地类型变动，林地、园地等面积增加明显，但此时随着生态效益增长，尽管

图2 金坛区不同情景下土地利用优化布局

Fig. 2 Land use optimization layout in Jintan District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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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效益增加，但经济效益大幅下降；由于金坛区具备“全国生态示范区”和“全国工

业百强区”的双重角色，故选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优化方案时，应保证区域发展目标

相对均衡，在保证生态效益增加的基础上兼顾经济效益。在自然演变情景下，经济发展

和生态保护处于折中状态，城镇工矿用地面积的增加保证了经济效益的提升，而林地、

园地面积的增加则维护了金坛区的生态平衡。所以，建议在自然演变情景下进行土地利

用结构与布局优化，加强城乡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促进空间布局均衡化。

3 结论与讨论

针对当前土地利用规划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数量结构约束不系统、空间管控法则不

全面、模型精度不理想等问题，本研究通过集成MOP与GeoSOS-FLUS模型，设定三种

发展情景，采用“上下结合”的建模方法，在数量约束中引入宏观控制约束、土地可持

续利用约束、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约束，在空间管控法则中综合考虑区域发展特点及生

态廊道规避等实际问题，通过案例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通过集成MOP和Geo-

SOS-FLUS模型，采用“结构+约束+布局+准则”方式进行县域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优

化，有利于优化土地利用数量结构，完善土地利用空间布局，提升土地利用优化效率。

（2）在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面，城镇工矿用地数量在自然演变和经济效益优先情景下分

别增加了39%和95%；林地在生态效益优先情景下增加了40%，而在自然演变和经济效

益优先情景下分别减少了 7%和 12%；农村居民点在 3 种情景下分别减少 33%、66%和

66%。在土地利用布局优化方面，自然演变情景下，中心城镇布局较规则，整体破碎化

程度适中，土地利用整体布局由集中化发展转向均衡化发展；经济效益优先情景下，中

心城镇布局分散加剧，区域景观破碎度提升，土地利用整体布局呈“城镇空间>生态空

间”态势；生态效益优先情景下，中心城镇布局较为规则，整体破碎化程度有所改善，

整体生态效益明显提升，土地利用整体布局呈“生态空间>城镇空间”态势。（3）金坛区

在城市化进程中，应关注土地利用可持续问题，在保障经济效益提高的基础上加强生态

保护，通过自然资源整合、国土综合整治等途径，促进土地结构与布局优化。

由于基础数据的限制和对建模复杂性的控制，目前研究内容中数量结构约束条件和

空间布局管控法则的考虑仍较为简单，并且假设政策调控方式不发生变化，这可能导致

研究结果的全面性与时效性存在偏差。后期研究中，将在模型运算中进一步补充基础数

据、控制标准、政策调控等内容，以便更好地实现对区域土地利用规划结构与布局优化

的全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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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ed MOP and GeoSOS-FLUS models research on
optimization of land use structure and layout in Jinta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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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e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natural resources integration and the more complex

land use structure, it is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meet the demand for rational land use planning

with a single land us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method. Considering the objectives of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land us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ur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we constructed an integrated system for land use structure and layout optimization, which will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planning. This study first sets three

scenarios of natural evolution, economic priority, and ecological priority, and then uses the

MOP model (multi-objective planning model) to calculate the optimal land use structure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Finally, it can carry on land use layout optimization based on the GeoSOS-

FLUS model in 2030, Jintan district, Jiangsu province, China. Results show that, by integrating

the MOP and GeoSOS- FLUS models and adopting the "Structure + Constraint + Layout +

Criterion" approach to optimize the land use structure and layout in the county, it is conducive

to optimize the quantitative land use structure and improve the land use spatial distribution;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case analysis, the area of industrial and mining land in cities and towns

has increased by 39% and 95% under the natural evolution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priority

scenarios; the forest land has increased by 40% under the eco-efficiency priority scenario; rural

settlements decreased by 33% , 66% and 66% , respectively in the three scenarios. Under the

three development scenarios, the spatial pattern will face the two-level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

space and ecological space. In the later period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land use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promote a balanced spatial distribution.

Keywords: land use structure; land use layout; MOP model; GeoSOS-FLUS model; optimiza-

tion; Jin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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